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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

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拉开了帷幕。但是，全球环

境治理的话语权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尽管国

际社会成立了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为代表的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国

际环保机构或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

公约、协定与方针，但各类频发的环境危机事件却证

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并未随着环保意识、环保力

度和环境治理技术的提升而得到根本改善。国际环保

组织在各缔约国的对话、谈判与磋商基础上制定了各

类有关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表面看来，所有签署国

都愿意以国际环保制度为行动纲领，按照其规定执行

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与义务，而实际情况却是发达国

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表现出了某种任性，完全以自身

的利益权衡来决定参与还是破坏全球环境治理行动，

无视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尚未将整个人类作为一个

命运共同体看待。

面对全球环境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21 年 4 月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呼吁“国际社会

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1]。环境是人类生存

和延续的基础，人与自然互为命运共同体。无论是大

自然还是人类，其生存与发展始终处在环境的环绕之

中，所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应当首先通

过人类自身对环境的治理加以实现。鉴于 20 世纪中

后期以来的制度化、技术化环境治理方案带来的经验

和教训，共同体构建理念下的环境治理行动凸显了全

球合作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它要求我们在环境治理

活动中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取代人类中心主义

观念；用合作型发展模式取代竞争型发展模式；用对

话、包容、信任、绿色发展、以人为本等切实可行的

环境治理行动取代对环境治理契约的依赖。

1  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生成及其导向

在 20 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成立了

一系列国际组织，签订了许多国际法文件，建立了一

套全球治理体系，希望以此代替国际社会的“丛林竞

争法则”。在此期间，特别是在进入了全球化进程后，

甚至有学者提出建立世界政府的构想。应当承认，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虽然松散却有着基本秩序的全

球治理体系建立了起来。可是，这个全球治理体系在

某种意义上却是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国家版图设

计的。我们知道，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理性“自我

意识”觉醒的社会，它以抽象化、原子化个人①作为

社会建构出发点，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在追求自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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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最大化。由于个体在自我利益追求中对自我与他

人有着严格区分，通常是将他人当作自我利益实现的

工具，或者说，会以对他人的征服控制来促进自我利

益的实现。也正是缘于此，一个竞争性的社会得以产

生。为避免人们之间因竞争对抗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

境，理论家们在竞争性思维指导下，设计了一系列制

度化、契约化的社会治理方案。依据社会契约创制的

法律制度既是为了规范竞争社会中的各种交往行为，

也是为了避免人们在实现各自目标过程中出现对抗、

矛盾与冲突。

在国际社会中，制度也被视为能够对国际政治中

的行为主体加以约束和引导的规则。为明确不同国家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义务并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行

动的顺利进行，自 1972 年以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

国家间环保联盟组织依照制度化的契约原则，通过举

办会议、论坛等方式制定了诸多有关全球环境治理的

公约和协定，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作

为其补充条款的《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巴厘

路线图”和《哥本哈根协议》等。这些有关全球气候

治理的框架、公约和协定通过奉行多边主义、自主贡

献、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设定了一个朝

向低碳、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进的环境治理轨

迹，但其制度化的思路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却不像在

一国内部那样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霸权国家对这些

规范性文件持抵触的态度，就会使这些规范文件以及

其所构成的国际环境治理制度的权威性丧失。

显然，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西方国家

的治理精英并未按契约精神履行国际环保制度，他们

首先关心的是权力、经济扩张以及巨额的资本回报。

比如，国际社会中所形成的国家间环保联盟是当下常

见的环境治理组织形式，它们在性质上属于契约型组

织，代表了国际社会在环境治理方面所采用的契约型

治理模式，反映在行动上，“根据契约论的原则，这

种要求会落实到让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契约原则而让渡

某些‘权利’上来，即让所有的成员国都做出某些利

益上的牺牲而去换取更大的利益”[2]。现实情况却是，

在充满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竞争型国际关系中，西方霸

权国家不愿为全球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做出实质性贡

献。例如，为争夺全球环境治理话语权及自身在国际

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

制定过程中，美国与欧盟曾就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温

室气体排放责任问题展开过激烈辩论。2001 年美国

布什政府以“应对温室气体美国承担的成本过大，而

发展中国家没有承担相应的减排任务”等为由拒绝签

署批准《京都议定书》；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又以

“全球气候变暖数据不真实，全球气候变暖是中国的

阴谋并对美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与不公”等为借口退

出了《巴黎协定》。此外，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环境治理技术、资金和设备等援助时，往往是以

接受西方式的“民主监管”为前提条件的。这一系列

行径背后，反映的是西方霸权国家的竞争思维以及狭

隘的贸易保护立场和利己主义行为倾向。具体而言，

就是通过竞争性的制度设计实现对国际环保联盟组织

的操控和阻挠，进而使其制定的国际环保制度合乎它

们的利益与要求。

受此影响，一些生态主义者主张，“唯有相互竞

争、非人性的市场力量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对这

一过程加以真正的遏制”[3]，可是，“竞争的奥秘在于：

行动者可以通过竞争而把自己开展活动的成本转嫁给

他人”[4]，而且这种转嫁是通过合乎法律规范的制度

化路径得以实现的。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针

对企业生产中的废水、废气、废渣和噪声等问题提出

强制征收环境税的制度，主要目的是在强化企业污染

管理和企业环境风险防范意识基础上防止生态环境遭

受破坏。但实际情况却是，政府对企业征收的环保税

会被企业以隐性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纵使该商品

在生产或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但只要该商品存

在较大的市场需求，企业都能成功地将他们所付出的

环境经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在竞争社会中，

环境税收制度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企业以污染环境方式

获取剩余价值的冲动。

就市场经济而言，竞争文化可以起到促进商品优

胜劣汰、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推动企业创新发展以

及激发社会活力等作用，但就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

系而言，竞争文化不仅导致了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

加剧，还造成了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以及国家与国家

不平等关系的加剧。众所周知，人类的过度消费行为

引发了自然资源枯竭、生活垃圾泛滥与碳排放增加等

问题，但造成人类过度消费的直接原因则是企业的竞

争性营销策略。芬巴尔·利夫西在《后全球化时代：

世界制造与全球化的未来》一书中提到了现代企业

的“计划性淘汰”营销策略，“企业将‘计划性淘汰’

作为一项发展战略，而大多数的消费者却对此无能为

力，这是导致电子垃圾不断增多、堆积如山的原因之

一。当消费者愿意购买更新换代的新产品时，企业没

有理由不尽快淘汰旧产品，即使从本质上来说，新旧

产品并无差别。”[5] 企业的竞争性营销策略，直接导致

了商品更新换代的加速、人的非理性消费行为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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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资源消耗总量与环境污染物的不断攀升。

在人类当前所处的这样一个处处充满竞争的社会

中，由竞争文化引发的竞争性行为模式不仅刺激了市

场经济主体间的竞争，也导致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以及同一地区不相隶属的政府部门间的竞争 [6]。为了

达到发展经济、节约成本、优化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目

标，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格

局。在此条件下，一些学者极力主张建构一种能够适

应区域竞争格局的环境治理机制，他们认为地方环境

保护与地方公众环境权益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区域经济

增长的基础上。不可否认，政府间一定程度、一定范

围的良性竞争可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等目

标，但恶性竞争则会造成自然资源掠夺、生态保护乏

力、环境污染物跨域转移、环境规制放松、环境治理

“搭便车”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问题。在当前的国际

社会中，竞争性理念指导下的发展模式与环境治理模

式不仅会因为排斥多元行动者而难以促进环境保护集

体行动的有效发生，同时也会因为缺乏平等、包容、

责任等道德价值的支持而造成环境公共产品提供中的

非正义与不平等。因而，倘若竞争性思维不被打破，

那么在全球环境政治舞台上，将始终存在着难以平息

的对抗、排斥、攻击与冲突。

2  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

经历了近代早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西方国

家建立起了一个有着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在

这个世界体系中，西方居于世界的中心，拥有着话语

霸权。到了 20 世纪，随着环境治理问题的出现，这

种话语权也被移植到了全球环境治理中。凭借着话语

权，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合法机制制定掩

盖资本主义扩张与剥削本性的制度，这些制度把竞

争、利润和财富增长视为社会的发展动力，因而对环

境治理采取有利则行的态度。比如，经《京都议定

书》发展而来的碳交易机制，表面看来是为了达到温

室气体减排目标而建立的全球性碳交易市场，但当发

达国家购买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权时，却使得

其排放变得理直气壮，更何况现实的产业结构是，发

展中国家主要集中于纺织、机械、采掘、冶金、皮

革、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高资源消耗和高污染

产品的生产与出口，这无异于是向发达国家交了一项

环境税。其实，就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形成看，这

些也是发达国家转嫁过来的，是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

移的方式将污染企业及其污染成本转嫁给了发展中国

家。在碳交易市场中，由于环境成本转嫁是合乎法律

规范的，因此，发达国家的环境成本转嫁过程既有合

法的途径又有隐形的途径。从 20 世纪全球环境治理

的制度体系看，都是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利益考量的。

一方面，在提出一项议题时，就已经包含着发达国家

隐蔽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在制定那些契约性文件

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还会公开地申明它们的权益。

可见，在国际社会，正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主体主

导了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建构。由于整个全球环境治

理的制度体系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致使

真实情况可能变成“越治越糟”，环境问题变得日益

严重，人类遭受空前的环境危机，也陷入全球风险社

会。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质及其竞争型发展模式的反

思，我们可以将西方国家的环境成本转嫁路径概括为

两方面：一是环境成本向自然界的转嫁；二是环境成

本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而且，无论是向自然界还是

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都是通过制度化的合法方式实

现的。所以说，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所建立起来的制度

框架，反而成了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渊薮，执掌

着环境治理话语权的发达国家变得能够通过法律、公

约、协定等合法化的制度手段向自然界和向发展中国

家索取资源，而后再将消费后的废弃物以制度化的合

法手段转嫁给自然界和发展中国家。

当前所建立起来的全球环境治理制度与行动上的

技术是一体化的，可以说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全球环境

治理制度主义的完整框架。在环境治理行动中，环

境治理机构与环境技术专家是以自然科学中的量化

分析原理来谋求环境公共事务的科学性、稳定性与秩

序性。在他们看来，环境问题的本质是技术问题，因

而，只要采用环境风险识别、分析、评估、监测与评

价等一系列数量化、模型化的推理和计算，就能够将

企业的排污行为、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以及自然灾害

的发生率控制在一定均衡范围内 [7]。实际上，“环境

问题必须按科学的方法，客观且理性地进行处理和管

理，而这种观点的根基在于这样的观念，即将自然当

作机械的、在根本上与人是相分离的事务，它一旦被

理解，就可以公开地加以支配和操控”[8]。这说明，

以自然科学中的量化分析原理来谋求环境治理的秩序

性与稳定性做法，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有效方案。

近年来，频发的环境危机事件同样证明，制度化

与技术化的工具理性环境治理方案存在着明显弊端。

对此，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寂静的春

天》一书中早已指出，“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

的污染物可以存在的最大限度（简称‘容许值’）有

很大的缺陷。目前，在农药如此盛行的情况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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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食物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

任何有毒物质和残留物的。……来自不同渠道的化学

残留物在我们的身体内不断地积累，共同创造了一个

总量无法估计的摄入值。”[9] 应当承认，制度化管控的

环境治理方案可以在环境污染的防治、环境破坏行为

的惩戒以及环境资源恶性竞争行为的防范等方面起到

一定作用，但是，“通常情况下，规制从性质上讲属

于‘末端’（end of pipe）管理——也就是说，规制者

不会为达到减少排放有毒废弃物的目的而干预生产过

程的变化；相反，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减少排到环境中

废物的量”[10]。

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对应的制度主义环境治理

逻辑，因对效率、技术和利益的高度崇尚，走上了片

面的工具理性化发展道路。随着环境危机事件的增多

与环境治理难度的加大，那些缺乏道德支持且掌握着

全球环境治理话语权的主体，非但不会主动承担起环

境治理的全球责任，反而会因一己私利而想方设法地

利用制度来为自己牟利。显而易见，基于竞争性思维

而建立起来的契约型环境治理方案实质上是西方霸权

国家打着“合作”旗号而践行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

强食的哲学理念，其结果必然致使国际环境政治舞台

充满矛盾、对抗与冲突，因而也就难以促进全球环境

治理集体行动的有效展开。

3  全球环境治理的行动转向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面对社会治理领域

最富挑战性的环境治理难题，中国政府在反思工业社

会利己主义行为取向与竞争性发展模式基础上，指

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面临的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要坚持环境友

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家园。”[11] 合作而非竞争，应当成为人类走向生态文

明建设新时代所必须坚守的基本理念。当前，全球性

的生态环境危机将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国家、组织和个

体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了确定无疑的命运共同

体。这就要求我们在用合作文化替代竞争文化的同

时，建构一种能够有效组织各国政党、政府、国际环

保联盟、跨国企业、环保 NGO 以及全球公众等多元

主体共同加入全球环境治理行动的合作治理模式。与

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国际关系不同，环境合作治理将

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国家、组织与个人置于一个平等、

互利、互信且共荣的新型网络关系中，并赋予他们平

等的环境资源享有权、环境治理参与权和环境治理话

语权。全球环境合作治理要求我们应将目光集中于那

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迫切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治

理，而非囿于对环境资源、环境责任、环境治理成本

等如何分配的无休止争辩。为了促进优良生态环境在

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实现，我们可以将以下几点作为全

球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要求：

第一，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全球环境

治理的行动目标。全球环境合作治理行动的顺利展

开，要求我们首先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观念替代与资本主义霸权相适应的“人类中心主义”

观念和竞争性思维理念。人与自然万物不是驾驭、征

服和控制的关系，而是唇齿相依的生命共同体。自古

以来，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还是古希腊

自然哲学中的宇宙生成论思想，都以一种原始、直观

的哲学辨证思维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中国，

儒道两派提出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负阴

而抱阳”“天地合而万物生”等一系列朴素的、自发

的生态智慧观，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

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在宇宙生成论的探索中同样表达

了对人与水、火、土、气等宇宙万物的共生性认识。

尽管中西方古代环境哲学思想在内容上和表述上存在

一定差异，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与生态文化的构成部

分。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都应遵守敬畏、顺应

和保护自然这一亘古不变的环境哲学道理。党的十九

大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决策，既为中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指明了行动目标，也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

“中国方案”。

第二，以对话协商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行动方

式。近年来，为凝聚环境治理共识并达成一致性的

环境治理行动，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

织、世界海洋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环保联盟通过举办

峰会、论坛等形式，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企业

和国际环保组织领导人就全球环境治理问题进行协商

讨论。在此过程中，对话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

为对话可以起到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强化责任、维

持合作与建立信任等作用。全球环境合作治理行动是

可以借助于对话这一便捷、简单且易操作的治理工具

的。事实上，对话也是一种最为古老的社会治理工

具。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便凸显了雄辩、演说等对话

方式在解决城邦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古今中外早期

的政治思想文本——《论语》《孟子》《柏拉图全集》，

便是流传至今的语录体和对话体文本。在国际社会，

作为对话载体的语言既是国际交往、沟通交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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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表达利益、阐明需求和捍

卫立场的基本手段。美国数学生物学家马丁·诺瓦克

将合作视为人类基因突变和选择之外的第三大进化原

则，并指出，合作是人类从基因到有机体再到语言等

复杂人类行为进化过程中的总设计师 [12]。为了避免违

背承诺和破坏对话结果行为的发生，协商对话还需得

到伦理、道德的保障。

第三，以平等包容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行动理

念。在当前的国际环境政治舞台上，我们看到，全

球环境治理体系是由不同国家、跨国企业、国际组织

以及全球公众等主体共同构成的，不同治理主体间的

差异也让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呈现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特

征。多元、异质的环境治理体系本应建立在不同主体

彼此间的承认、包容基础上，但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形

态却造成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包容性与认可度降低。国

际社会中发生的“退群”、碳关税制裁、有毒废弃物

跨境转移、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话语权缺失等问题，

均是由自我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因此，倘若

停留在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探讨有关全球环境治

理的行动方案，就无法形成一致性的环境合作治理行

动。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只有给予每一个环境治理主

体同等的尊重与认同，并对不同主体间的差异予以承

认和包容，才能使合作行动成为现实并取得成效，也

才能让人类走向和谐与共生。值得强调的是，在我们

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美丽新世界时，要对发展中国家

有所理解、帮助和包容，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发展

中国家的实际能力和特殊困难，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

全球环境治理责任原则，主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

对环境问题的资金、技术与能力。

第四，以合作型信任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行动保

障。如前所述，工业社会是一个以竞争、契约和自我

为中心的社会。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人

们普遍赞成以制定契约的方式形成制度化的伙伴关

系，进而达成理性的环境治理行动。在此基础上，通

过国际环保制度营造契约型信任关系，成为国际社会

的通用做法。但是，契约型信任总会将霸权国家的投

机欺诈意图掩藏在其背后而直接阻碍全球环境合作治

理行动的有效发生。就信任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和行动

理念而言，它对合作关系的产生与维系有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我们可以将信任看作是全球环境治理行动的

整合力。因而，为了确保多元主体间的平等、承认与

包容，为了促进自觉、自主与自愿的环境合作治理行

动的产生与维持，要求我们必须建构新型的合作型信

任关系。与现行国际环保条约在各民族国家间建立的

契约型信任不同，合作型信任是多元治理主体为了人

与自然共生共在目标而产生的彼此信赖、相互包容的

人际关系 [13]。合作型信任源于人们保护人类赖以生

存的地球家园的强烈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合

作型信任是全球环境合作治理行动得以开展的必然 
保障。

第五，以道德制度的重构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行

动指引。为了让所有社会公众都能自觉承担生态保护

与环境治理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在法治化环境治理

思维基础上建立一种以个体自律为基础的且以环境

公平、正义为目标追求的道德制度。环境合作治理旨

在通过公平、正义、责任、道德、信任等行动者内

在“善”的本性的不断挖掘来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

的和谐共生。道德作为一种有效约束个体行为的内在

准则，既可以确保每一个环境治理行动者自觉遵守环

保法律制度，同时也能激励人们身体力行地加入环境

保护行动中。正如哈贝马斯所言：“道德表达的其他

目的在于把不同行动者的行为用约束性的方式协调

起来。当然，‘约束性’是建立在主体间相互承认的

道德规范或日常实践基础上的，这些道德规范和日

常实践用令人信服的方式明确了行为者的义务以及

相互间的期待。”[14] 因此，当面临节约资源与环境保

护、环境资源分配与环境责任分配等矛盾冲突时，道

德制度可以实现对不同行动者的约束和引导，以在协

调冲突、促进共赢的基础上达成环境合作治理的共同

行动。可以说，以道德制度为基础的环境合作治理行

动能够确保每一个行动者在自觉遵守环保法律制度

的前提下，成为具有环境公共精神和环保责任感的 
公民。

第六，以绿色发展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行动路

径。20 世纪后期，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提出的生

态经济发展主张，不仅让人们认识到气候变暖与能源

短缺对人类文明发展造成的挑战，更让人们看到拯救

地球和发展经济的曙光。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低

碳环保与绿色发展的基本共识。为了促进绿色、低

碳、循环、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我们

应以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作为引领全球环

境合作治理的行动路径。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建立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淘汰有毒有害生产材料，加大对

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升

级与改造；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重视并提高太阳

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重视产业结构的

发展与转型，建立可循环的经济发展体系，同时，加

大对低碳、清洁与可再生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利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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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无人机、卫星等高新技术加强对大气、土壤、水

质的智能化预警与监控，推动建立全球信息化、一体

化的生态环境治理平台；重视低碳环保与绿色消费教

育，培养公众理性、健康的消费意识。

4  结语

竞争与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命题。从

竞争社会走向合作社会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的进化历程。不同于竞争社会的同一性、普遍性追

求，合作社会是一个尊重生物多样性与个体差异性的

社会。从竞争社会走向合作社会呈现的是一个更具包

容、多元和差异性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迈上

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改

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竞争机制的引入。但

是，也正是这一能够促进资源配置在市场中获得优胜

劣汰的竞争机制，致使中国当前面临“垃圾围城”、

地下水位下降、淡水资源减少、旱涝灾害频发等环境

问题的困扰。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们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建立了竞争机制，但由于中国的工

业化起步较晚，并未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竞争文化。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深切地认识到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去保护人类赖以

生存的地球家园。为了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目标

和行动落实到位，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构建以政府

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

境治理体系。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触发

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对此，习近平总

书记呼吁全球携手合作、重信守诺、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并承诺中国会主动承担环境治理的全球责

任，“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

和” [15]。

应当承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在环境

治理方面走过一条从引进借鉴到创新的道路。在早

期，我们引介了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通过立法

去规范环境污染行为，通过市场去解决普遍性的环境

问题，同时也尽可能地通过政府行动去解决一些外部

性问题。学者们往往将这些做法看作对西方环境治理

方式的有保留借鉴，认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环

境治理道路。然而，本文认为，只是在党的十八大之

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生态和环境保护论述

的基础上，我国才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

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这意味着我国环境治理正在发

生着行动转向。可以相信，虽然在国际社会中的环境

治理话语权建构还有着繁重的任务，但随着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以及环境合作治理主张的不断传播，是可

以对全球环境治理方式产生影响的，并有望在国际社

会中推动实现环境治理的行动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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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Dilemma and Action Tur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IU Ke1*, CHEN Baosheng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On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hat the 20th century showed was a worship of contract,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spirit of value neutrality and moral disenchantment in social governance since modern times. However,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nvironmental crisis events, especially when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problems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risk society,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chemes relying on contracts,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fall into the 
situation of low efficiency or even failure. When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as put forward, it opened 
up a new wa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let us see the hope of establishing an environment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the com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This mode can integrate all forces into the collaborative action system, which can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put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on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Only when the collaborative mode is adopted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n the reality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 enhanced from the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
Keyword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ife commun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dilemma; action tur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geneous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Carbon Performance: the Joint 

Moderating Effects of Media Att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ZHANG Hong*, CAI Shu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of micro-enterprises under the dual-carbon vision. By 
using Python to obtain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rom 2014 to 201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ER) on carbon performance and discusses the joint moderating effects 
of media atten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oth proactive CER(PCER) and reactive CER(RCER) 
significantly improve corporate carbon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media attention enhan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PCER on 
carbon performanc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RCER and carbon performance.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edia attention have a positive joint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RCER and carbon performance, while 
the effects between PCER and carbon performance is not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effects of 
government and media on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o improve carbon performance, expand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nterprise carbon performance influence factors and heterogeneous CER, and combining environmental external governance with 
autonomy. It provides new ideas and reference evidence for multi-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ubjects to promote the successful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 carbon” goal.
Keywords: pro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reactiv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media atten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rb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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